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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研究

——基于浙江省重点排污企业数据的检验
*1

沈满洪 杨永亮

【内容提要】：中国的排污权制度试点多年， 但是排污权交易的环境改善效果缺乏足够的深入定量研究。本文

在回顾已有的影响企业废水减排效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量和排污费数据，检验排污

权交易在浙江省各地区试点过程中的污染减排效果。实证结果证实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

中重污染行业、核心城区的减排效果更明显，利用企业排污量为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没有显著改变结果，考虑

企业异质性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算的结果也支持以上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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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稳定经济增长， 同时快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巨量污染排放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环境质量也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极端的局部环境恶化。污染的累积性和损害的长期性给治理污染增添了复杂性与困难度， 环境

的改善速度远远慢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 这与民众不断提升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背道而驰。在大气污染、固废污染、废水污

染等三类主要污染中水资源所受污染尤其严重，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 70%河流水不适合人类生活使用①，当前全国湖泊适合

饮用水仅占比 25%②。命令控制性污染控制制度虽然在中国应用时间较长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它的制度刚性可能会限制经

济潜在增长，而激励性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Ebenstein(2012) 通过对中国水污染导致癌症发生率提高的研究， 发现水质每下

降一个等级会提高消化道癌症死亡率 9.7%，如果污水排放费率能提高一倍则每年能拯救 1.7 万人。Ebenstein et al. (2015)

通过对 1991-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产生的污染对平均寿命影响的研究， 发现污染严重妨碍了健康水平的提升。同类研究都

证实了这一观点， 如 Chen et al.(2016)对中国癌症发病现状的统计研究指出水污染是中国当前癌症发生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财政分权和晋升模式的激励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使用降低环境准入(Wu et al.,2015)、放松监管(Zhang ,2012)等方式招商

引资发展经济，甚至以邻为壑，Zheng and Kahn（2013）、陈真亮和李明华（2015）等都发现有效的制度是减少污染排放和改

善水环境的关键。

中国政府对企业废水排放进行约束的正式激励性制度始于 1982 年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超过既定排放标

准（数量或浓度）的企业需要缴纳排污费。由于征收费率低、约束作用弱，2003 年开始改为所有企业排放的废水都要缴费， 超

过排放标准缴费额要加倍， 2008 年开始对超过排污标准的企业执行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2001 年嘉兴市出台了《水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暂行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开始了水排污权交易尝试。2006 年浙江省在杭州市和嘉兴市逐步推进

排污权交易区域内试点， 并向全省推广。2007 年财政部、环保部、发改委先后批复了 11 个试点， 第一个排污权交易中心落

户浙江嘉兴。考虑到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差异性， 各地方政府和环保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规和细

则， 排污权交易逐渐开始在全国试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试点推进过程建立在不断完善的排污许可制度和严格的排污权总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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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基础之上，给予企业减排的明确预期。对于污染减排技术水平高于同行的企业来说， 发挥这种能力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对于污染减排技术水平低于同行的企业来说，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因此企业会重新思考当前生产的盈利性， 不断引入减排技

术、投入污染减排设备处理废水。然而，虽然中国有着相对完整的污染控制制度体系和管理机构，但是污染控制制度的执行效

果并不理想，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的考虑， 对污染减排制度的推行构成阻挠。李胜兰等（2014）认为地

方政府缺乏认真执行污染控制制度的激励，赵霄伟（2014）也发现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降低了环境政策的预期效果。

当前试点地区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初始排污权分配、排污费征收比例不足、政策性减免过多、排污费与排污权交易之间

的制度耦合、排污权交易比率的设定（地区间和行业间）等方面。水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多年来一直难以推行（谢慧明、沈满

洪，2016），环境污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对企业污染环境的抱怨越发激烈。虽然中国水污染控制制度逐步走向全面、系统，

但是对制度有效性的细致研究不足。

已有对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地级市层面和行业层面，污染排放量和排污费地区加总数据的研究很难完

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为地区的污染减排力度一定程度上由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内生决定；同时，宏观和中观层

面样本量的不足也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上述问题的影响， 有助于加深对制度

减排效果的认识， 有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深入把握企业污染减排的作用机制。目前，从中国企业污染排放角度对排污权交

易实施效果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本文以浙江省 2006 年从杭州市和嘉兴市逐步向全省推进的排污权交易试点为背景， 以浙江省废水排放重点监控企业为样

本， 使用企业废水排放量和排污费缴纳额数据研究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③。对比已有研究，本研究结

论更具有直接性， 能弥补国内从企业层面量化排污权交易制度绩效相关研究的不足，丰富中国污染控制制度绩效研究，为进一

步提高中国污染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

二、文献回顾

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体， 已有文献中对企业污染排放影响的研究分布在多个领域， 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环境管制力度

王红梅（2016）对中国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研究认为， 对污染减排起主要作用的是约束性环境管制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

该结论也被 Zhang and Kahn(2013)支持。约束性环境管制工具主要面向地方政府和环境管理部门， 而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影响最

直接的作用来自于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Wang and Wheeler(2005)基于 3000 家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排污数据证明中国排污

费制度的减排有效性，李永友、沈坤荣（2008）基于中国省级工业污染数据发现环境制度的减排效果主要是通过排污费实现， 作

用弹性可以达到 0.4，Fujii and Managi(2013)证明中国对废水征收排污费的确可以有效减少废水污染物排放。也有研究认为中

国排污收费制度并没有起到减排效果，如 Lin（2013）发现检查增加一次， 企业自我主动上报的排污量增加 3.45%。乔志林等

（2009）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观察不同情况下排污权交易制度效率，发现如果排污许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是更倾向于寡头或

垄断市场，则污染减排效果还是征收排污费更好。

（二）外商直接投资

是否是外资企业是衡量污染排放强弱的一个重要变量。“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外资企业倾向于从环境管制严格的发达国家

和地区转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外商投资越高的地区污染越严重。但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外资

企业相比本地企业一般有着统一的、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更好的污染减排技术， 如 Wangand Jin（2007）发现在中国外资企业

比国内企业污染更少，因为有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先进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东道国改善环境质量。许和连、邓玉萍(2012)

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仅不能成立反而有利于 FDI 集聚区改善环境质量，外资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环境监督、更少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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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费减免政策以及违约成本高，在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污染的产生和排放问题。Lin and Sun（2016）基于 2000-2010 年间 13663

个新建立的外资企业选址和环境管制变革， 发现外资企业的确更少的分布于环境管制严格地区。Zheng and Shi(2017)发现“污

染天堂”假说不一定不存在，依赖于行业特征和制度安排。

（三）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知名度普遍较高， 信息公开制度还要求企业公布年度消耗的水资源量、污染物浓度数量和去向以及可能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等， 民众普遍对上市企业造成的污染和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更加关注， 所以上市企业有激励采用先进的处理技术减少

污染物排放等。基于股市的放大效应，一方面从企业声誉的角度， 良好的污染排放信息和表现会增加企业声誉吸引更多投资者，

另一方面从风险防范的角度， 上市企业也会更注重排放污染造成的影响， 因为上市企业受到更多的部门监管， 股票市场会加

重对环境破坏后果的惩罚，如 Capelle-Blancard and Laguna（2010）对化学品灾难引起股市动荡的研究。上市企业筹集资金成

本低、周期长， 用于污染减排的费用可以认为是一种长期投资， 这种长期投资反而是一种提高竞争力的方法。考虑到中国股

票市场对于企业盈利性与分红的关注度并不高，以及企业获取声誉的动机，而上市企业面临环保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和广泛的公

众监督， 所以上市企业可能有更强的激励去控制污染排放。

（四）排污权交易

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能减少负外部性，而污染排放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是排污许

可证的分配、排污权的确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过程伴随着整个社会产权保护概念的普及， 民众良好的产权保护意识能减

少负外部性， 这不仅会增加排污企业的经济成本还会降低排污企业的形象， 进而能促进企业减少污染排放。Jang et al.(2014)

基于 2006-2007 年全国重点污染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对影响企业排污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更好的产权保护能有效降低企业排

污量，杨珍增(2015)也得到类似结论。李永友、文云飞（2016）基于自然实验法对 2007 年扩大排污权试点范围前后 11 个地区

排污权试点效果进行了检验， 结果证明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整体上是有效的。李永友、沈坤荣（2008）基于 1994-2006 年省级

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的研究认为排污权交易地方试行效果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 2007 年以前全国并没有排污权交易正式的法

律法规，虽然存在小范围试点，但是交易量少，而且只是局部地区。涂正革、谌仁俊（2015）认为由于中国排污权市场还未建

立、相关制度缺乏激励性等， 从宏观数据上看排污权交易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地区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 这可能是由于使用 DID

方法过程中控制组的选取问题低估了政策效应。

（五）其他企业特征

关于企业特征影响企业排污的研究， 主要从公司出口活动、公司规模、财务状况和员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展开。随着环保

部门排污收费制度执行力度增强，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提高，一般研究认为其与企业规模负相关， 小企业的短期盈利需求更强、

生存成本更低。Jiang et al.(2014)认为大企业更有能力从长远角度出发投资减排设备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 而小企业进行这

些升级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出口企业一般都比同类非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高、规模更大，因为只有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才会

选择出口， 所以企业污染排放强度随出口比例增加而降低。Dong et al.(2011)等研究认为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也与员工受教育

程度有关，受过更高水平教育的人更在乎生活的环境、饮用的水，而且会采取行动维护良好的环境，同时拥有较多受过高等教

育员工的企业更有能力去进行污染减排和技术创新。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污染排放的变化，这里使用对数化的企业单位销售额排污费缴纳金额，用 Log(Waste)代表。采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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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标是相关研究中较为常用的做法，Jiang et al.(2014) 采用单位销售额排放量作为指标， 考虑到企业污染排放量数据的

完整性不足采用排污费额作为代理变量。作为对比，本文提供对数化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 Log(Discharge)结果作为参考。有部

分研究简单使用排污税费总量指标， 其缺陷在于宏观总量指标与社会经济发展、污染处理技术密切相关，内生性问题导致难以

精确衡量污染改善程度（包群等，2013）。本文主要采用的解释变量为本地区排污权交易开展情况④，用虚拟变量 Trade 表示，

地方排污权交易试行情况根据国家、省和地方环保部门网站查询得到⑤，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地区赋值为 1。

根据相关文献， 企业的污染减排行为可能受政府环境管制力度、公司特征、地方社会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本

文尽可能全面考虑相关控制变量以减少潜在遗漏变量的影响。①环保力度：引入 Levy 考察环保部门排污费征收力度对企业排污

强度的影响， 计算方法为企业排污费用除以排放量， 主要考虑到各地方对于污染排放的减免政策不同、征收标准设定以及灵

活性存在差异，同时尽量剔除因为其他污染控制制度差异导致的影响。②企业所有权性质: 外资企业用虚拟变量 Foreign 表示，

外资企业赋值为 1，非外资企业赋值为 0。③信息公开程度： 上市企业用虚拟变量 Public 表示，上市企业赋值为 1，非上市企

业赋值为 0。④企业进出口状况：用企业出口额除以销售额，用 Export 表示。⑤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总数对数代表公司规模，

用 Firmsize 表示。⑥企业财务状况： 用 ROA 和 Leverage 代表公司财务状况，其中 ROA=公司税前利润/总资产,Leverage 为

杠杆比率。⑦人力资本：用 Education 代表员工受教育程度，这里采用员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⑧人口密度：用 Pop 表示对

数化的每平方千米人口数量。⑨经济发展水平：用 Pgdp、Pgdp2 分别表示地方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的平方，再进行对数化处理。

本文使用的宏观经济变量均经过价格指数调整，以 2006 年为基期。

其中 表示第 i 个企业的第 j 个控制变量（上述 9 类指标），Year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文对模型（1）采用 OLS 进行估计，考虑到区域差异和行业异质性问题， 将分组分别进行检验；考虑到污染排放强度指

标的稳健性，使用对数化的单位销售额排放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中污染企业虽然分布广泛但总量并不大， 企业的异质性

是得出精确结论的关键。OLS 方法虽然能克服组间差异性检验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缺陷，但是被解释变量的独立性假设经常

不能满足；倾向值匹配方法在可忽略性假设成立的情况下，被解释变量独立于解释变量，本研究协变量适度，采用倾向值匹配

方法较为合适。因此，本文在 OLS 估计结果后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估计作为对照，以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计算倾向值得

分，然后把倾向匹配得分最相近的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对比，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考察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使用最为常用的 Logit 估计倾向值，并采用有放回匹配以减少匹配失败概率。在进行倾向值匹配时，

匹配方法主要分为 K 阶临近匹配、卡尺匹配、条状匹配和核匹配等；在计算标准误时，主要分为自助标准误和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由于具体方法的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的准则，可以采用多种估计方法并将结果对比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stata13.1

进行数据处理。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主要包括地区社会经济数据、企业特征和财务数据、企业污染排放和排污费缴纳金额数据。地区社会经济宏

观数据主要来自 2007-2008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企业特征和财务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囊括企业运

营所有重要的方面，根据企业区位、名称和公司代码等信息与企业排污数据进行匹配，并根据已有研究（聂辉华等，2012）对

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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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环保总局从 2007 年开始建立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名单，要求各级环保部门监控、收集和整理重点监控企业污

染排放量、排放浓度和排污费征收情况，并部分公开以供监督⑥。浙环发〔2007〕36 号规定建立企业排污的增量、减量、变量

信息数据库， 加强污染企业排污数据收集与整理， 从此浙江省重点污染源数据开始有系统记录，这使得对影响企业排污的决

定因素研究、考察企业级污染控制制度的有效性成为可能。浙江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2007 年废水排放量和 2007-2008 年排污

费征收额数据为浙江省环保厅提供，包括 2007 年 297 家企业和 2008 年 269 家， 分布在浙江省所有地区，这些企业直接受环

保部监督，数据相对完整， 是目前关于企业排污量和排污费征收情况最详尽的数据。本文的研究时段为 2007-2008 年，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2008 年以后数据质量有所下降、与之前不能很好匹配， 而此数据库是目前研究非上市企业

最完善、最客观的数据集；另一方面是因为浙江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排放量和排污费数据公开时间的限制。

四、实证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1 所示， 可以发现外资企业和上市企业都有比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 排污权交易的开展显著的

与企业排污强度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员工受教育程度和出口比例越高，企业排污强度越低。企业排污强度与地方性社会经

济指标的相关系数表明，人口越密集、经济越发达地区，企业排污强度越低。

（二）基本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因素，构建的回归模型中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企业所有制结构、制度实施情况、企业特

征、城市特征、行业效应、年度效应以及随机误差项的函数，并使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特征与企业

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而且显著异于零。这表明相对于国内企业， 外资企业普遍具有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 再从出口企业也

显著具有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可以得出，“污染天堂” 假说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在考虑了企业规模因素后，上市企业污染排

放强度依然更低，统计上也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的基础上， 排污权交易的开展显著的降低了所在地区企业

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样本企业都是污染较重的企业， 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样本企业与非样本轻污染但是有

富余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进行交易，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进行验证。其它企业特征的回归系数与已有研究类似，规模越大、

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明显具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ROA 越差、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越高，这不仅表明企业本身

可能经营不善，同时也表明企业的决策并不是从长期利益出发， 财务状况恶化将加大企业投机风险， 虽然杠杆比例系数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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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显著。地方经济特征如人口密度、地方人均 GDP 产值等系数符号也与预期相符，即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企业污染

排放强度越低，这可能是地方经济发展内生所决定，毕竟城市化过程也是伴随着重污染企业从城市向外迁移的过程。

（三）考虑行业和地区差异的实证结果

重污染排放企业通常集中在确定的行业和地方， 有必要检验这些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因素是否存在群体性差异， 比

如不同类型地区或者行业。为了剔除是否是重污染行业的影响，这里将行业分为重污染行业（65%）和非重污染行业两组进行检

验⑦。同时考虑到区和县虽然统计上对等，但是区一般更接近区域政治中心， 地方政府在规划上更倾向于将污染远离市中心，

这里也分组进行检验。

分行业分组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 相对于不分组结果， 重污染行业的外资企业与企业排污强度的系数更小，而且依旧在

5%水平下显著，而其它行业系数变大且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 这可能是与浙江省样本企业中外资重污染企业占比较少有关，而

剔除重污染企业后，外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更好的减排效果也有所降低。上市企业与企业排污强度系数也出现变异， 上市企业

中的重污染行业明显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 这可以理解为重污染行业受到更多的社会监督， 而上市企业中的其他行业减排

效果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前的环境信息公开只要求公布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的事件，这类企业并不受此约束，

而此类上市企业没有激励采取显著高于同类企业的减排技术。排污权交易变量的系数也出现重污染行业比不区分行业更加明显，

而对应的其他行业系数虽然显著性水平上依旧显著， 但回归系数更接近零， 通过构建系数结构变化检验可以认为是与不区分

行业存在显著差异的， 这可以理解为当前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还处于试点阶段，在推行力度有限的情况下， 只有对制度

本身最为敏感的重污染行业企业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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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区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在市区和县里的排放特征存在显著差别， 在市区的外资企业明显有更强的激励去减少

废水排放， 比不分组情况下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在县里并不显著，同时在县里的上市企业也表现出与企业排污强度系数更接

近零且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的情况， 这可能因为是样本上市企业在市区的更多， 而县里的上市企业都受到当地重点扶持， 并

不与其它上市企业受到同样的严格监督。排污权交易变量对于降低企业排污强度的作用在市区仍然表现明显，但是在县里不再

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试点区域目前不多，而试点本身都是从市区向全境逐步推广，市区的企业更早地受到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行

的影响，而其对县里企业的影响更加滞后。其他变量如企业特征和地方社会经济特征的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也与不分组结果

有差异， 但都在可预期范围内，影响方向并没有显著改变。

（四）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用企业排污费作为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衡量指标的稳健性，表 4 中的(1)-(4)列使用已有研究中采用的企业排污量指标

作为替代， 第五列增加企业排污费征收执行力度变量来考察现有排污费征收体系的效果与空间， 由于企业排污量数据的可得

性，在匹配完相关数据后，仅剩 167 个样本数据供使用。通过将企业排污强度指标更换为企业排污量指标可以发现， 虽然相关

系数有较大变化， 但是作用方向与显著性水平并没有明显变化，其他企业特征变量、地方社会经济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也与预

期相符。最后引入排污费征收执行力度变量， 发现环保部门的排污费征收对企业减排显著有效，这也与已有研究相符；同时引

入排污费征收执行力度变量后并不改变结果。有研究认为地方环保执行力度是地方经济发展内生决定的，本文引入其与已有研

究进行对比。

（五）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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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时， 先根据所有匹配变量计算匹配得分， 通过对比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倾向得分情况（如图 1 所

示），可以发现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倾向得分存在显著差距， 企业的异质性问题应予以考虑。两组倾向得分数据存在较大范围

的共同区间， 这意味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相对容易寻找到匹配对象， 根据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计算的结果如表 5 所示。可

以发现，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地区， 企业显著有着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对比表 2 可以发现，考虑企业异质性问题以后， 这一

作用更加显著。从分组匹配的情况来看，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行带来的减排作用对重污染企业更加明显， 而对非重污染企业无论

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都相对更弱。排污权交易的减排主要体现在市辖区，这可能是因为靠近城市的企业更容易受新政策影响，

而且受到更严格的监管。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匹配方法间结果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信度较高， 本部分的结论基本与 OLS

回归类似， 进一步验证了即使考虑企业异质性问题，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减排效果依然存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考虑其他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出口比例、杠杆比率以及 ROA 等因素，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特征如地方人口密度、人

均 GDP 等因素的基础上， 使用企业排污费数据证明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效果， 并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

和上市企业的企业废水排放强度会更低。根据企业所在行业和所在地区进行了分组检验，分组结果虽然系数和显著性有一定变

化，但是总体上可以认为排污权交易能有效减低企业污染排放，其他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因素的符号与显著性也与已有研究相符。

考虑到用单位销售额的企业排污费作为企业排污强度代理变量的稳健性，引入单位销售额企业排污量作为替代， 较小的样本容

量也支持前文的研究结果。最后考虑到企业污染排放和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先后顺序可能受本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 企业的异质

性可能会影响 OLS 估计的结论，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 OLS 估计的结果，排污权交易的推行有

利于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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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行能促进污染企业减轻排放， 这佐证了排污权交易经过多年试点逐渐走向全面推行的正确性，

在实施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更严厉的污染总量控制过程中给企业更大灵活性。排污权交易可以有效的降低污染控制成本，通

过多年的水污染权交易试点，试点地区污染减排、污染监控和执行能力、环境管理能力等都有较大提升，值得全面普及。

第二， 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收费制度的互补性问题。我国较早实行的污染控制制度是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 排

污权交易制度的试点过程中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是并存的。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即使控制了排污收费制度的影响，排

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依旧显著，这有助于正确认识两类激励性制度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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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同时考虑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后，废水排放的“污染天堂”假说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外资企业还有更

低的污染排放强度，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在污染减排技术方面的确存在优势， 内资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技术溢出向外资企业学习，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前中国污染控制力度不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四， 从上市企业拥有更好的污染排放表现可以认为， 加大对各层次资本市场中企业排污行为的约束是减少企业污染排

放的有效途径，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的有效性，所以在鼓励企业上市的同时，应该进一步规范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提高披露水平。

第五， 虽然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市辖区的减排效果显著，但是在非市辖区减排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

一方面排污权交易推广时间较短、力度不大，可能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受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排污权交易市场一般集

中在市辖区， 非市辖区企业参与交易难度大、不活跃。地方政府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如何让远离行政中心的污染企业有参

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机会与意愿。

注释：

①世界银行第 37752 号报告《China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s》

②《2015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17 年 1 月发布，为当前最新数据。

③虽然不同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浓度有所差异，后续研究中会控制行业差异考虑行业可对比性。

④虽然这只是浙江省企业的一个样本，但是企业的地区分布基本与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匹配。

⑤排污权开展情况数据通过调研访谈的形式确认，关于中国水制度的整体情况，请参阅谢慧明和沈满洪《中国水制度的总

体框架、结构演变与规制强度》。

⑥2007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下发文件《关于做好 2007 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申报和排污费征收报告汇审工作的通知》（环

办函[2007]152 号）标志着重点污染企业监控制度正式实施，浙江省环保厅也在同一年开始收集重点监控企业数据并建立数据

库，《关于开展全省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及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监测工作的通知》（浙环函〔2007〕77 号）， 浙江省从 2008

年开始公布企业名单。2008 年名单见浙江省环保厅网站

http://www.zjepb.gov.cn/hbtmhwz/sylm/tzgg/200911/t20091101_8658.htm。

⑦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划分标准依据环保部《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确

定，这一分类标准在相关研究中广泛使用，虽然本文企业并非全部是上市企业，但是分类方法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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